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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地方政府在公共资源分配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基于此，传统意

义上企业选址会天然地空间依附政府。这一决策的背后逻辑在于，企业空间邻近政府将带来政策收

益：一方面便利的交流互动能够帮助企业更早、更准确地掌握政策信息进而增加政策收益获得，另

一方面更低的政策俘获成本也将通过作用于政企关系重构而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产生影响2①。然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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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究中国城市数字化建设是否打破了传统产业依附政府布局的空间限

制。通过2010—2019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数据库的微观企业地址匹配所在城市市

政府地理位置，计算得到历年新成立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平均空间距离，进一步构建工

具变量估计模型以及基于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建设改革的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

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选址政府空间依附的因果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城

市数字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新成立企业选址与地方政府的平均空间距离，

即：城市数字化赋能了产业发展，并具体体现在降低企业选址对政府空间依附度方

面；(2)城市数字化发展赋能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地带和不同行政等级城市

存在异质性；(3)进一步结合中国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的政策冲击分析，同样发现

城市数字化建设有效地帮助企业突破了空间依附政府的地理限制，并且这种政策效应

将随着实施时间的延长而逐步增强；(4)影响机制方面，研究发现城市数字化建设有效

地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降低了企业对地方政府的空

间依附。本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探究了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产业空间布局带来的影响，

并为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破解产业空间依附政府布局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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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直接造成了产业依附于政府空间布局的现象，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通常而言，城

市数字化发展能够畅通远距离互动交流，从而突破传统空间限制。那么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它是否有效地发挥了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的作用，打破了传统产业依附政府布局的空间限制？针对这

一问题及其传导逻辑的研究，对中国产业空间优化布局的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城市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数字化的经济效应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提振居民消费1①以及城镇化规划2②，但是数

字金融依托的数字技术的排他性导致城市数字金融发展也存在加深贫困的弊端3③。在企业层面，城

市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能够激励创业行为4④、降低企业融资压力56⑤⑥以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7⑦，进而实

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针对企业融资而言，在传统金融机构体系下，企业与银行及政府的距

离决定了未来的融资成本和金融合约达成率89⑧⑨，因此企业的融资选项被限定在一定距离范围内10⑩。

但是对被排除在正规金融融资渠道之外的小微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而言，数字经济所具备的低金

融服务门槛、高效配置资源、信息共享等优势11 ，能有效改善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问题，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12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对政府的地理依附度，进而突破产业空间布局的地理限制。

另外，新建企业空间选址和布局的影响因素也受到大量研究的关注。不同区域为企业实现绩效

带来的优势是不同的，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会偏好地理位置优越以及便于展开经营活动的地

区进行注册地选址13 。具体而言，在地理位置方面，企业主要基于降低企业成本以及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的角度进行选址，如周浩等研究发现运输成本是企业成本的重要支出项，因此，新建工业企业

会依据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通达程度和城市经济集聚状况进行选址14 。而在开展经营活动的便利性

方面，企业选址会考虑银行等金融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以及与机构间的地理距离。在监

管方面，	Branstetter等 15 和Klapper等 16 发现政府管制因素会被新建企业纳入选址的考量因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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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间的地理距离变远，会增加银行的审查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借贷利率12①②，也会提高企业的

信息获取难度，给企业带来额外的信息沟通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3③。总的来说，地理距离是信息不

对称问题产生的关键原因之一45④⑤，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企业的布局决策产生影响。考虑到政府周边

交通等基础设施会更为完善和便利，企业为了提高与政府部门沟通传递信息的便利性以及降低沟通

成本，会倾向于缩短与政府办公地之间的地理距离。

显然，城市数字化水平的发展对企业选址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城市数字化发展提高了

信息的处理和获取速度，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和传递成本，使得地理环境不再成为企业选址的重要考

虑因素6⑥；另一方面，城市数字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迁移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企业的选址自由

度，对企业的选址偏好产生影响7⑦。Kim和Orazem的研究发现，宽带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吸

引新建企业选址农村等经济集聚程度较低地区8⑧。企业在开展实际经营的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与

政府进行沟通，为获取政策收益和银行信贷资金，提高自身的信息优势，企业会更偏好于邻近政府选

址。而城市数字化水平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融资渠道，能够弥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缓解企业资金

需求方面的不足9⑨。同时，数字金融作为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结合的产物，能够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

产生一定作用，通过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识别企业的融资需求，缓解信贷资金短缺难题10⑩。由此，可

以预期，如果城市数字化发展能够对缩短政企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优势和融资可能性产生替代效应，

那么将有利于破解传统意义上产业邻近和依附地方政府空间布局的地理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通过2010—2019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数据库的微观企业地址匹配所

在城市市政府地理位置，计算得到历年新成立企业与地方政府平均空间距离，以此度量企业对地方

政府的空间依附状况，进一步构建工具变量估计模型以及基于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建设改革

的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选址政府空间依附的因果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

现：（1）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新成立企业选址与地方政府的平均空间距离，即：

城市数字化赋能了产业发展，并具体体现在降低企业选址对政府空间依附度方面；（2）城市数字化

发展赋能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地带和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存在异质性，并主要体现在东部

和中部地区以及中心城市；（3）进一步结合中国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的政策冲击分析，同样发

现城市数字化建设有效地帮助企业突破了空间依附政府的地理限制，并且这种政策效应将随着实施

时间的延长而逐步增强；（4）影响机制方面，研究发现城市数字化建设有效地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

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降低了企业对地方政府的空间依附。本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探究了

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产业空间布局带来的影响，并为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破解产业空间依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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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的经验证据。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互联网能够提高企业选址自由度这一角度，

运用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样本数据，尝试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识别数字化发展产生的企业对政

府地理依附的影响效应；（2）现有城市数字化建设影响效应的相关文献更多侧重于宏观经济效应、

家庭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等，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研究也更多聚焦于创新创业、技术进步、小微

企业融资等视角，本文选取的政企视角能够为现有文献补充研究证据；（3）丰富了数字金融的经济

效应和企业选址等相关研究。

二、理论逻辑、识别策略和数据

（一）理论逻辑

受我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城市产业布局往往由政府主导。行

政中心作为城市中心，集中交通、商业、配套设施等资源，与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可以看作行政权

力在空间上的投影，当企业占据了与行政中心距离较近的位置时，则更有可能得到行政中心对资源

的偏斜分配。企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优越的区位因素和完善的服务设施支撑，因此在企业选址规划过

程中，政府周边地区将成为企业选址的重要选择对象。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的建设升级，一方面，能够

实现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打破数据壁垒，拓宽政府获取潜在金融数据的边界，为企业行为特征、

社会关系等数据的获取提供可能性，政府对企业的评估将更加稳定、全面、真实，企业也能更迅速

掌握市场未来发展态势和政策变动方向，缓解地理距离带来的政企间信息不对称难题。另一方面，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能实现金融机构与政府数据共通共享，提高政府获取企业公开财务数据

的便利性，政府基于数字技术对数据进行重组整合，精确评判企业的运作情况，识别真正需要缓解

资金短缺问题的企业，实现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合理分配。城市数字化建设将为各种信息传递过程

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使得企业不再单独依靠地理距离获得信息优势，也为企业获取金融资源创造

了更多可能，政府区位因素对企业选址规划的重要性下降，进而引起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变化。

企业的选址决策将决定企业的经营业绩，因而企业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会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

择。第一，城市数字化建设通过信用的透明化、信息化，驱动传统金融场景重塑，倒逼银行业转型

升级，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传统金融市场对中小微企业存在融资歧视，厂商可能会寻求

高政策收益、财政补贴区域来降低成本，城市数字化建设包含的数字金融能够为融资约束程度较高

的中小企业提供低利率的信贷资金，从而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因

传统融资方式导致的资金短缺问题。融资成本的降低和融资可能性的提高，影响企业的成本，从而

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H1。

假设H1：城市数字化建设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影响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地理距离。

城市数字化建设确保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道德风险问题和委托代理问题，减

少公司的管控难度和管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更有余力应对经济变化带来的风险，从而

调动管理者积极性，降低管理者投资决策的保守程度。同时，城市数字化建设的信息共享优势，推

动信息要素和金融资源的流动，更加强调企业与外界的信息沟通，缓解信息不对称，决策者能够掌

握更多相关信息来规避风险，从而愿意进行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企业活动，加快区域产业布局调

数字赋能产业发展：城市数字化建设破解了产业空间依附吗？



2023年第5期（总第85期）

·48·

整。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会影响企业的预期收益，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综合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如下假说H2。

假设H2：城市数字化建设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地理距离。

（二）识别策略

1.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和识别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的影响效应，考虑到企业选址会受到经

济发展水平、政府监管力度、企业规模水平、城市地理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会带来估计

结果的误差，因此本文利用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计算出第t年i城市的新注册工商企业与所属地级市政

府的平均距离，使用线性最小二乘法（OLS）来识别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因果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mean_distanceit = α+ꞵ×DFi,t-1 + θXi,t + γi + μt +ϭi,t	 	 	 	 	 	 （1）

其中，mean_distanceit表示第 t年城市 i内所有新注册工商企业与其所处地级市政府的平均距离，
DFi,t-1表示企业所在城市的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考虑到城市数字化建设和政企距离间可能存在的

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将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在控制变量方面，Xit为一系列市辖区层面的特征变量，用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城市数字化建设过

程中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的影响效应，包括企业所处市辖区行政区域的土地面积（Land）、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GDPP）以及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主要用于控制所处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影响，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表示，用以控制传统金融机构带来的影响效应。此外，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γi 和年份固

定效应μt ，ϭi,t为随机扰动项，同时将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年份层面。估计系数ꞵ可以识别城市数字
化建设对企业与行政中心地理距离的影响效应。

2. 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模型（1）中政企间距离变化可能会对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产生影响，即存在反向因果

问题，本文参考张勋等的做法，采用企业所在地级市到杭州、深圳、北京三大数字金融核心城市的

空间距离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用于排除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1①，并采用企业所在地级市到杭州

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主要依托于第三方支付平台，2004年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上线，

被视作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开始，并逐步打造数字支付体系，2013年余额宝上线，被认为是中国

数字金融发展的元年2②，以支付宝和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开始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数字金融

呈现更加蓬勃的发展态势。腾讯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另外一支重要力量，集团旗下产品微信支付、

财付通也被认为是数字金融发展创新的代表产品。

基于以上考虑，杭州作为阿里巴巴集团中国总部坐落地，深圳作为腾讯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将

企业所在地级市到杭州和深圳的距离纳入考量。三大核心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位于全国前列，可以

预期，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发展程度可能会随着该地区与三大核心城市的空间距离的拉近而更高，因

此，企业所在地级市到三大核心城市的距离与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满足相关性。而企业所在地区到

三大核心城市的距离越近，并不绝对意味着更优越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发展态势和区位因素，因

①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②	 黄益平、黄卓：《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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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通过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三）数据来源

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2011—2019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①。该指数主要基于蚂蚁金服的交易账户大数据进行测度，能够有效反映中

国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0—2019年全国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共计得到	2962564条观测样本。每条观测值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类型、法

人代表、注册资金、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及注册日期等特征数据。由于部分企业地址过于模糊，无

法得到精确的经纬度信息，最终保留解析精确的观测值共2929985条，并依据以上观测值，将新注

册工商企业与其所处地级市政府的距离加总到地级市一级层面计算均值。

市辖区层面的特征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银行业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政企距离均值 2251 28.78 16.096 2.406 25.284 92.529

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 2251 154.66 61.985 17.02 159.7 302.983

覆盖广度 2251 144.82 59.496 1.86 151.3 290.318

使用深度 2251 152.58 65.075 4.29 143.14 325.679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2251 190.93 80.744 2.7 223.7 581.23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2251 2238.23 2636.897 97 1720 2959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251 55620.46 34517.87 10981 47481 293346

金融发展水平 2251 2.45 0.614 1.578 2.410 7.16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的影响，本文通过OLS方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呈现于表2中。在第(1)列中，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第(2)列则在第(1)列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特征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特征控制变量后，回归

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发展会导致新注册工商企业与政府所在地的空间

距离显著变远。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城市数字化建设
0.063*** 0.059***

(0.022) (0.022)

常数项
19.039*** 19.598***

(3.356) (3.359)

①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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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1) (2)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Finance 是 是

GDPP 是 是

Land 否 是

City	FE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N 2259 2251

R-squared 0.923 0.923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二）工具变量估计方法

如前文所述，内生变量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与政企地理距离存在相关关系，但内生性的存在可

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因此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由于企业所处地级市到

核心城市和杭州的空间距离是恒定的，本文采取将两个距离变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除本地级市以

外的全国均值交互的形式，构造出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在后文使用距离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分析

中，本文将采取距离变量与相应指标的除本地级市以外的全国均值交互的类似方法构造工具变量。

表3中第(1)—(2)列报告了到核心城市距离的回归结果，第(3)—(4)列报告了到杭州距离的回归

结果。第(1)和(3)列结果从估计系数符号来看，到核心城市和杭州的空间距离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预期是一致的。第(2)和(4)列结果显示，第一阶段F统计量大于10，

表明企业所处地级市到核心城市的空间距离和企业所处地级市到杭州的空间距离两个工具变量是有

效的，满足相关性特征。从估计结果来看，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发展的确能引起工商企业选址与政府

间的地理距离显著变远，证明城市数字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对政府的地理依附度，进而影

响企业选址。同时，相比于基准分析中的估计系数，(2)和(4)列的估计系数扩大程度不高，证明前

文所得结论的稳健性，且估计误差较小。
表3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1) (2) (3) (4)

城市数字化建设 mean_distance 城市数字化建设 mean_distance

城市数字化建设
0.208** 0.150*

(0.103) (0.090)

到核心城市地理距离×城市数字化建设均值
-0.005***

(0.001)

到杭州地理距离×城市数字化建设均值
-0.004***

(0.000)

Finance 是 是 是 是

GDPP 是 是 是 是

Land 是 是 是 是

City	FE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N 2251 2251 2251 2251

First	stage		F-statistics — 76.35 — 97.99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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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1. 不同经济地带影响的异质性

由于中国不同经济地带间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表4中报告了位于不同经济地

带下，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选址的异质性影响。表格中(1)—(3)列分别报告了城市数字化建设对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中部地区企

业疏远政府选址的影响最为显著，并且影响系数相较于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系数更大，对东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针对以上结果，考虑到可能是中部地区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相对滞后

与不完备，但近些年中部地区的城市数字化建设也呈现更为迅速的发展趋势，因此城市数字化建设

的红利在短期内释放，对企业选址自由度产生显著影响；而西部地区可能由于与中部地区政府对企

业监管力度与信息掌握程度存在差异，并受制于较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城市数字化建设的

红利不能充分释放，导致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疏远政府选址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表4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城市数字化建设
-0.193 0.447** 0.480 0.636* 0.167

(0.120) (0.181) (1.219) (0.366) (0.117)

Finance 是 是 是 是 是

GDPP 是 是 是 是 是

Land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FE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N 878 871 502 270 1981

First	stage		F-statistics 43.47 79.54 0.92 17.51 69.05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2. 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影响的异质性

表4中还报告了位于不同城市等级下，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选址的异质性影响。表格中(4)—

(5)列分别报告了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企业的影响效应。中心城市表示的是正省

级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准副省级城市这四类城市，其他地级市被划分为外围城市。从

回归结果来看，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中心城市企业疏远政府选址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外围城市的影响

效应不显著。中心城市行政等级更高，城市数字化建设更早，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对企业信息掌握程

度相对更为充分，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通过选址拉近与政府间地理距离给企业带来的效益较

弱，选址自由度提高；而其他地级市划分为外围城市，城市数字化建设相对不充分，外围城市企业

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直接融资渠道面临的困难以及受到的融资约束仍然较重，城市数字化建设对

企业选址自由度影响效应相对较弱。

四、稳健性检验

（一）数字经济指标检验

在前文中，本文主要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估计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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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编制主要依托蚂蚁金服数据，而蚂蚁金服提供的服务更多是面向小微企业

和个体。考虑到数字经济是城市数字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能体现城市数字化

建设对企业所起作用，因此在这一部分将利用2011—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2012—

2018年各省数字经济指数进行分析。

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运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指标，参考赵涛等的做法，通过主

成分分析法测算① 1；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同时将距离指标替换成企业与其所

处省域政府距离加总到省级层面的均值，工具变量替换成企业所在省份到三大核心城市的距离。表

5中的第(1)和(2)列分别报告了市级和省级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同

样会引起工商企业选址与政府间的地理距离变远。
表5   数字经济指标检验

变量
(1) (2)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0.028*

(0.016)

省级数字经济指数
198.379***

(41.206)

Finance 是 是

GDPP 是 是

Land 是 是

Province	FE 否 是

City	FE 是 否

Year	FE 是 是

N 2188 208

First	stage		F-statistics 23.58 44.55

注：列(1)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列(2)括号内为省份—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

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二）数字金融一级维度指标检验

在前文中，本文主要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估计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的影响

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指标构建而成，3个维度主要

以支付宝数据构建。覆盖广度主要代表账户覆盖情况；使用深度主要体现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实际使

用状况；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主要展现数字金融服务带来的各项益处。因此，本文使用数字金融一级

维度指标，进一步检验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的影响效应。

表6第(1)—(3)列分别报告了基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指数的回归结果，

与前文基准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可靠。同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

3个维度的指标全面发挥影响效应。覆盖广度能够提高企业通过互联网进行融资的可能性，使用深

度加深能切实保证互联网金融成为企业的融资渠道，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

成本，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的选址自由度。

①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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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一级维度指标检验

变量
(1) (2) (3)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覆盖广度
0.339*

(0.177)

使用深度
0.258**

(0.130)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0.088*

(0.048)

Finance 是 是 是

GDPP 是 是 是

Land 是 是 是

City	FE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N 2251 2251 2251

First	stage		F-statistics 20.70 25.95 24.30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三）不同滞后期数检验

在前文的回归分析中，本文将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滞后一期进行分析，因此，在这一部分采用

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滞后不同期数进行检验。表7第(1)—(3)列分别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滞后

一期、滞后二期、滞后三期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滞后期数下，被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符号基本一致，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可靠。
表7  不同滞后期数检验

变量
(1) (2) (3)

滞后1期 滞后2期 滞后3期

城市数字化建设
0.208** 0.631*** 0.788***

(0.103) (0.203) (0.299)

Finance 是 是 是

GDPP 是 是 是

Land 是 是 是

City	FE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N 2251 2009 1691

First	stage	F-statistics 76.35 29.02 17.04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四）不同行政层级政府效应检验

前文主要使用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估计城市数字化建设对工商企业选址与城市一级

政府地理距离的影响效应，因此在这一部分中利用县区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城市数字化建设的效应进

行检验。表8第(1)列报告了省域城市数字化建设对工商企业选址与省份一级政府地理距离的影响

效应，第(2)列报告了地级市城市数字化建设对工商企业选址与城市一级政府地理距离的影响效应，

第(3)列报告了区县城市数字化建设对工商企业选址与县区一级政府地理距离的影响效应。估计结

果显示，城市数字化建设会引起工商企业选址与不同行政层级政府间的地理距离变远，这种影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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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省级政府层面最强，在县区级政府层面较强，在城市级政府层面相对较弱。
表8  不同行政层级政府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省级政府 城市级政府 县区级政府

城市数字化建设
1.425*** 0.208** 0.253***

(0.416) (0.103) (0.098)

Finance 是 是 是

GDPP 是 是 是

Land 是 是 是

Province	FE 是 否 否

City	FE 否 是 否

County	FE 否 否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N 238 2251 6623

First	stage		F-statistics 12.23 76.35 16.68

注：列(1)括号内为省份—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列(2)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列(3)括号内为县

区—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五）外生政策冲击检验

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具有相对一致性，都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数字化建设的

重要部分。对于金融行业，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加入，一方面，带动了

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降低社会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成为驱动金融发展的关键技术；另一方

面，加速了传统金融场景重塑，为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在新兴产业和中小微型企业难以获得

直接融资和面临较高融资约束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缓解此类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本文将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政策冲击，进一步评估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影响效应。
1.智慧城市外生政策冲击

（1）政策背景和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于2009年由IBM公司提出，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更高效地整合城市服务和城市系统。我国中央政府于2012年开始智慧城市布局，如

科技部推广的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推广的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和

住建部推广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其中，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是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相较于同时期

试点政策，智慧城市实施时间更早，住建部于2012年、2013年、2014年推广三批试点，同时覆盖

面积更广，总共涉及300多个县市。在这一部分，本文利用2010—2019年期间的企业工商注册信

息，采用渐进DID方法，构建如下模型：

mean_distanceit = α+ꞵ× Smartcityi,t + θXi,t + γi + μt +ϭi,t	 	 	 	 	 （2）

其中，Smartcityit表示智慧城市试点虚拟变量，若企业注册地在 t年被评为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则取值为1，否则就赋值为0。由于研究主要聚焦于地级市层面，对数据主要进行以下处理：①剔

除了只有部分下辖行政区进入试点的城市，实验组仅保留整体进入试点的城市；②考虑到四川省于

2010年正式启动“光网四川智慧城市”项目，智慧城市建设领先于国家试点政策，因此剔除四川

省各城市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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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的影响，本文通过渐进DID方法对模型(2)进

行估计，回归结果呈现于表9中。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特征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即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工商企业与政府所在地的空间距离显著变远，结论

与前文实证结果相一致，城市数字化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选址自由度。
表9   智慧城市效应检验

变量
(1) (2)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Smartcity
1.027** 1.270***

(0.459) (0.492)

常数项
29.947*** 28.841***

(0.166) (0.191)

Finance 否 是

GDPP 否 是

Land 否 是

City	FE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N 2487 2090

R-squared 0.907 0.916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3）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模型(2)中双重差分模型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表10列出了平行趋势

检验的回归结果。current代表智慧城市政策冲击当年的影响效应，pre代表受到智慧城市政策冲击

影响前各年份的效应，post代表受到智慧城市政策冲击影响后各年份的效应。

表10的回归结果表明，智慧城市改革实施前的一系列变量大体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使

用的双重差分法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前提条件。同时，从不同期估计系数的变化趋势来看，智慧城市

政策效应将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而逐步增强。

同时，进一步对政策实施前pre期系数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P值为0.199，表示在10%水平

上不能拒绝“所有pre期系数均等于0”的原假设；对政策冲击当年以及之后各年份系数进行联合

显著性检验，P值为0.013，因此使用的渐进DID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表10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1) (2)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pre4
2.690* 3.022*

(1.509) (1.578)

pre3
-0.540 -0.631

(0.975) (1.014)

pre2
0.503 0.418

(0.738) (0.789)

current
0.125 -0.036

(0.624)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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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1) (2)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post1
0.836 1.000

(0.700) (0.727)

post2
1.676** 1.958***

(0.710) (0.738)

post3
0.948 1.448**

(0.702) (0.737)

post4
1.909*** 2.356***

(0.713) (0.750)

post5
1.953** 2.356***

(0.768) (0.831)

post6
2.658*** 3.446***

(0.905) (0.954)

post7
2.812*** 3.749***

(1.037) (1.143)

常数项
29.791*** 28.636***

(0.215) (0.247)

Finance 否 是

GDPP 否 是

Land 否 是

City	FE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N 2487 2090

R-squared 0.907 0.917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本文进一步绘制了平行趋势检验图，图1显示，在智慧城市改革前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智

慧城市政策改革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前差异并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的前提条件；而在政

策实施之后估计系数为显著为正，表明在智慧城市政策改革后，出现政策效应，对企业邻近政府选

址产生影响，并且政策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与前文实证结果相对一致。

图1  平行趋势检验图

注：纵轴刻度单位为%；估计系数分别报告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上下置信区间。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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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宽带中国外生政策冲击

（1）政策背景和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2013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宽带中国”示范城

市（群）要实现在政策实施之后，重点推进宽带网络的全面提速、推广普及和优化升级。根据工信

部和发改委的公告文件，我国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分3批次、共120个城市（群）被设立

为示范试点城市。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升级能够推动城市数字化建设发展，而宽带中国致力于加强网络基础

设施规划和推进区域网络协同发展，实现网络基础设施升级，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进一步

克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在这一部分将采用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2013—

2019年期间的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构建渐进DID模型，识别城市数字化建设效应，模型构建如下：

mean_distanceit = α+ꞵ× Broadbandi,t + θXi,t + γi + μt +ϭi,t	 	 	 	 	 （3）

其中，Broadbandit表示宽带中国试点虚拟变量，若企业注册地在t年被评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

则取值为1，否则赋值为0。同时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①剔除只有部分下辖行政区被列为试点的

城市样本和省直管县样本；②考虑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同时期，电子政务公开平台试点、宽带

乡村试点、信息消费试点等政策也在同步实施，为减少上述政策实施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尽量

缩小样本窗口期，选用2013—2019年的企业工商注册信息进行检验。

（2）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的影响，本文通过渐进DID方法对模型(3)进

行估计，回归结果呈现于表11中。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特征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在10%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即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工商企业与政府所在地的空间距离显著变远，结

论与前文实证结果相一致。
表11  宽带中国效应检验

变量
(1) (2)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Broadband
1.072* 1.054*

(0.595) (0.594)

常数项
28.481*** 28.486***

(0.204) (0.204)

Finance 是 是

GDPP 是 是

Land 否 是

City	FE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N 1727 1727

R-squared 0.928 0.928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3）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模型(3)中双重差分模型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表12列出了平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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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的回归结果。current代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冲击当年的影响效应，pre代表受到宽带中国试点

政策冲击影响前各年份的效应，post代表受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冲击影响后各年份的效应。

表12的回归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改革实施前，各期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使用的双重

差分法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前提条件。同时，从不同期估计系数的变化趋势看，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效

应将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而逐步增强，这一结论与前文智慧城市政策改革实施的影响效应是类

似的。
表12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1) (2)

mean_distance mean_distance

pre3
-0.160 -0.133

(1.396) (1.400)

pre2
-0.438 -0.376

(1.136) (1.128)

current
-0.091 -0.076

(0.788) (0.782)

post1
1.346* 1.341*

(0.732) (0.728)

post2
1.160 1.125

(0.790) (0.786)

post3
1.867** 1.864**

(0.874) (0.871)

post4
1.461 1.486

(0.962) (0.961)

post5
2.919*** 2.940***

(1.108) (1.106)

常数项
28.449*** 28.447***

(0.241) (0.241)

Finance 是 是

GDPP 是 是

Land 否 是

City	FE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N 1727 1727

R-squared 0.928 0.928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本文进一步绘制了平行趋势检验图，图2显示，在宽带中国改革前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宽

带中国试点政策改革前试点与非试点城市差异并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的前提条件；而在政策实施

之后部分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宽带中国改革存在政策效应，对企业邻近政府选址产生影响，并

且政策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与前文实证结果相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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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行趋势检验图

注：纵轴刻度单位为%；估计系数分别报告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上下置信区间。

五、影响机制分析

城市数字化建设会对企业邻近政府布局产生影响，在这一部分中，将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水

平方面探究城市数字化建设破解企业依附地方政府空间布局的影响渠道。

（一）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城市数字化建设能够拓宽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数字化基础设施带动了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

完善，降低社会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互联网金融等新融资模式的出现，为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

道，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另外，城市数字化建设囊括的数字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借贷利率，在传

统金融体系下，政府和金融机构主要依托人工提供金融服务，网点服务范围的拓宽意味着更高昂的

信息获取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这部分成本将转化为借贷利率。对于金融行业，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加入，拓宽了传统金融体系获取数据的边界，有效降低政企间的信

息不对称，有助于企业享受政策收益、获取金融支持，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为验证该中间渠道的存在，本文利用2011—2021年期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如下

模型：

SAit = α+ꞵ×DFi,t-1 + θXi,t + γi + μt +ϭi,t

SAit = α+ꞵ× Smartcityi,t + θXi,t + γi + μt +ϭi,t          （4）

SAit = α+ꞵ× Broadbandi,t + θXi,t + γi + μt +ϭi,t

其中，SAit 表示第 t年企业 i的融资约束程度，SA指数构建等式为SA=-0.737*Size+0.043*(Size)2-
0.04*Age1①，Size表示企业总资产(百万元)取自然对数，Age表示企业成立年限，一般而言，SA指数
绝对值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我国上市公司的SA指数一般为负数。DFi,t-1表示滞后一期

的企业所在城市的数字化建设程度。

①	 Hadlock	C	J,	Pierce	J	R.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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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t为一系列企业层面和市辖区层面的特征变量，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包括股权性质（State）、

两职合一（Duality）、资产负债率（Leverage）、总资产净利率（Roa）和股权集中度（Cr1）；市辖

区层面的特征变量包括企业所处市辖区行政区域的土地面积（Land）、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P）

以及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股权性质定义为企业为国有企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两职合一

定义为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资产负债率定义为企业的总负债/总资产；

总资产净利率定义为净利润／总资产；股权集中度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

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同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

剔除ST、*ST、PT等公司；(2)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对其进行剔除；(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企业资产结构存在着严重问题，对其进行剔除。

表13第(1)列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结果，第(2)列报告了使

用渐进DID方法的智慧城市政策的回归结果，第(3)列报告了使用渐进DID方法的宽带中国试点政

策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宽带中国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数字化建

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表13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变量
(1) (2) (3)

SA SA SA

城市数字化建设
0.004***

(0.001)

Smartcity
0.005

(0.004)

Broadband
0.005**

(0.002)

State
-0.086*** 0.013* 0.003

(0.008) (0.007) (0.004)

Duality
0.024*** 0.009*** 0.005***

(0.004) (0.002) (0.002)

Leverage
-0.078*** -0.078*** -0.057***

(0.019) (0.008) (0.006)

Roa
-0.129*** -0.000 0.004

(0.032) (0.014) (0.008)

Cr1
0.003*** 0.001*** 0.002***

(0.000) (0.000) (0.000)

Finance 是 是 是

GDPP 是 是 是

Land 是 是 是

Firm	FE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N 16399 8861 19778

First	stage	F-statistics 10.79 — —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

数字技术的运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不同金融主体间信息的快速匹配，企业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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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投资项目的投资潜力，进行较为精确的评估，提高企业投资高风险项目的意愿；各种数字

平台能通过双向选择为企业的风险承担项目提供相应人才，为高风险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技术基

础；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企业内部信息更容易被外界识别，利益相关者不再仅仅简单依据财务报

表，而是基于多维度的数据来评估管理层绩效，有效遏制管理层放弃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不作为行

为，提升管理层风险承担意愿。

为验证该中间渠道的存在，本文利用2011—2021年期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如下

模型：

Riskit = α+ꞵ×DFi,t-1 + θXi,t + γi + μt +ϭi,t

Riskit = α+ꞵ× Smartcityi,t + θXi,t + γi + μt +ϭi,t          （5）

Riskit = α+ꞵ× Broadbandi,t + θXi,t + γi + μt +ϭi,t

其中，Riskit 表示第 t年企业 i的风险承担程度，本文参考何瑛等的做法，采用盈余波动性来衡量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1①。将公司Roa减去年度行业均值得到调整后的Roa（Adj_Roa），其中Roa计算
方式为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以每三年（第 t年至第 t+2年）为一个周期滚动计算调整后的Adj_
Roa的标准差和极差，分别得到Risk1 和Risk2，并将该结果乘以100进行量纲处理。其余变量含义与

前文相同。

表14第(1)—(2)列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结果，第(3)—(4)

列报告了使用渐进DID方法的智慧城市政策的回归结果，第(5)—(6)列报告了使用渐进DID方法的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城市数字化建设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表14  提高企业风险承担

变量
(1) (2) (3) (4) (5) (6)

Risk1 Risk2 Risk1 Risk2 Risk1 Risk2

城市数字化
建设

0.090*** 0.163***

(0.029) (0.054)

Smartcity
0.390** 0.732**

(0.165) (0.306)

Broadband
0.218* 0.410**

(0.112) (0.207)

State
-0.322 -0.544 -1.032*** -1.923*** -1.108*** -2.077***

(0.292) (0.544) (0.116) (0.216) (0.085) (0.158)

Duality
-0.037 -0.090 -0.060 -0.131 0.020 0.026

(0.119) (0.219) (0.098) (0.181) (0.070) (0.128)

Leverage
0.750** 1.412** -1.018*** -1.896*** -2.403*** -4.475***

(0.371) (0.679) (0.290) (0.536) (0.211) (0.387)

Roa
-14.760*** -27.730*** -16.296*** -30.162*** -22.399*** -41.520***

(1.192) (2.201) (2.356) (4.422) (1.284) (2.374)

①	 何瑛、于文蕾、杨棉之：《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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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1) (2) (3) (4) (5) (6)

Risk1 Risk2 Risk1 Risk2 Risk1 Risk2

Cr1
-0.056*** -0.102*** -0.011*** -0.020*** -0.016*** -0.028***

(0.006) (0.011) (0.003) (0.006) (0.002) (0.004)

Financ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GDPP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Land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Firm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5816 15816 7211 7211 15184 15184

First	stage	
F-statistics

14.26 14.26 — — — —

注：括号内为城市—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性启示

中国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资源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直接导致了传统意义上企业选址空

间依附政府现象，并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本文通过2010—2019年中国工商企业注

册登记数据库的微观企业地址匹配所在城市市政府地理位置，计算得到历年新成立企业与地方政府

平均空间距离，以此度量企业对地方政府的空间依附状况，进一步构建工具变量估计模型以及基于

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建设改革的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选址政府空间依附

的因果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数字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新成立企业选

址与地方政府的平均空间距离，即城市数字化赋能了产业发展，并具体体现在降低企业选址对政府

空间依附度方面；（2）城市数字化发展赋能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地带和不同行政等级城

市存在异质性，并主要体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中心城市；（3）进一步结合中国智慧城市和宽带

中国试点的政策冲击分析，同样发现城市数字化建设有效地帮助企业突破了空间依附政府的地理限

制，并且这种政策效应将随着实施时间的延长而逐步增强；（4）影响机制方面，研究发现城市数字

化建设有效地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降低了企业对地方政府的空间

依附。本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探究了城市数字化建设对产业空间布局带来的影响，并为数字赋能产

业发展提供了破解产业空间依附政府布局的经验证据。

基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1）城市数字化建设能够降低企业选址对政府

空间依附度，推动城市空间更加均衡布局，因此，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实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升级，将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空间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治理效能增强，同时也需注

意产业布局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城市问题；（2）受制于较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外围城

市的信息化基建较为落后，数字鸿沟导致城市数字化建设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因此，应积极推动

西部地区和外围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的智能化分析和精准化决策，实现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国家智慧城市建设和宽带中国建设同样能够赋能产业发展，并且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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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政策效应仍在逐步增强，可以结合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建设产业信息化项目，为企业生

产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海量数据支撑，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数字产业化；（4）城市数字化建设能

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优化城市营商环境，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数字化基础设施，打通企业与政府间的数据壁垒，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高效能治理和竞争力提升；（5）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

的提高，在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需要考虑降低数字技术的排他性。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 Has 
Urban Digital Construction Cracked Industrial Layout 

Relying on the Government?

LU Shengfeng NAN Zhuoting

[Abstract] We explore whether the urban digital construction has cracked the spatial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layout relying on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addresses in business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government from 2010 to 2019, we 
calculate the average spatial distance between newly established firm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further 
constru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t the same time, we u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based on the 
reform of Smart City and Broadband China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of urban digital construction on 
industrial layout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digital 
construc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average spat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newly established 
firm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at is, urban digitalization empower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2) The effect 
of urban digitalization on the site selection of firms is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economic zones and cities 
of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3) Further combining the analysis of Smart City and Broadband China 
reforms, it is also found that urban digital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helps industrial layout break through 
the geographic constraints of relying on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policy effect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time. (4)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shows that urban digitalization 
effectively alleviat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improves corporate risk-taking capacity, and thus reduces the 
relying of industrial layout on local governmen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on industrial layou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Digital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Layout; Site Selection of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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